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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调节电站库区生态水文情势评价 

——以湘江干流衡阳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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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河流生态水文情势对生态系统起着决定性作用,定量评估日调节电站库区中部生态水文情势影响,可

为日调节电站的生态调度,维持河流生态健康等提供科技支撑。采用变动范围法(RVA)对湘江干流大源渡枢纽库区衡

阳水文站 1959～2015 年逐日流量、水位及流速指标进行分析,采用生物多样性指标 SI 初步评估库区生物多样性的

变化。结果表明:日调节电站蓄水后,库区中部生态水文变化特征及生态影响为:流速 IHA 指标整体改变度达到 81%,

流量 IHA指标整体改变度为 43%;4～7月月均流速降低(高度改变)不利于“四大家鱼”产卵活动;库区年极小值流量

的增加利于保障自然栖息地和植物群落;年极值流速降低在改变库区河道地貌的同时加大生态环境风险;流量、流速

年最小值出现时间发生 100%改变,影响生物的生命活动;流量低脉冲历时和流速高脉冲历时高度改变,不利于刺激家

鱼产卵繁殖活动;枢纽蓄水后 SI值降低,生物多样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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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水文情势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驱动力[1]。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河流物种适应了河流水流自然涨落变化过程,并成为其生境

条件,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河流水流的天然动态变化的特征,即河流水文情势[2]。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改变了河流的天然水文情势,其中水利枢纽工程对受控河流水文情势的改变最为

显著,且改变程度随着河流开发利用程度的增加而逐步积累,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生态水文效应[3]。 

国内关于水利工程对生态水文情势影响分析,研究对象多为以三峡为代表的多年调蓄型水利枢纽[4～9],且各专家学者将研究

重点多集中在水库下游[10,11]。少量有关日调节电站库区水文情势影响的研究以定性分析[12,13]及数值模拟[14～17]研究为主,缺乏对实

测数据的生态水文情势改变度定量分析。因此,科学定量分析日调节电站对河道尤其是库区回水范围内生态水文情势改变度,可

以全面深入了解日调节电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为改善河流生态健康提供支撑。 

关于定量评估河流生态水文变化方法,国外学者提出多个生态水文指标体系[18]。但这些评价体系对数据要求较高,涉及大量

的生物栖息地、地貌甚至物种信息,方法不易实现。1996 年,Richter 等[19]提出水文变化指标法(Indicators of Hydrologic 

Alteration,简称 IHA 方法),该方法以水文情势的量、时间、频率、延时和变化率 5 种基本特征为基础,来评估河流生态水文变

化。1997年,Richter等[20,21]在 IHA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变动范围法(Ranges of Variability Approach,简称 RVA法),用于分析河

流变化前后的改变度,RVA方法提出后,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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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湘江干流大源渡枢纽库区中部衡阳站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化范围法(RVA)定量分析河流在枢纽蓄水后生态水文情势的

改变程度,以期研究日调节水电站对库区河道生态影响,为进一步开展梯级枢纽生态调度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域与分析方法 

1.1研究区域 

日调节是指一昼夜内进行的径流重新分配。日调节电站无防洪库容,工程建成后,虽然年月径流不发生改变,但日径流时程分

配却发生了变化,电站用水属河道内用水,在其运行过程中本身并不消耗水量,基本为“来多少,泄多少”的状态,对水文情势影

响相对多年调蓄型水库较小。因日调节水电站一般只在枯水季进行日调节,在汛期常采用径流发电方式,所以有人认为日调节水

电站也属径流式水电站。 

大源渡枢纽位于湘江干流衡阳市境内,是典型的低水头、径流式、日调节电站,1999 年建成蓄水,控制流域面积 53200km2,正

常蓄水位 50.1m,死水位 47.9m(85国家高程)。低水头径流式电站回水范围一般较短,单个枢纽库区范围内难以有多个水文监测站

提供数据支撑,大源渡库区回水范围长约 100km,衡阳水文站位于大源渡枢纽上游 53km,位于库区中部,其水文情势改变度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本文采用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1959～2015 年衡阳水文站逐日流量、水位资料(由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提供),及衡阳水

文站河道断面实测数据。衡阳站断面逐日平均流速 Vi用公式(1)推求。 

 

式中:Qi为逐日流量;Ai为 Qi流量下对应的过水断面面积。 

1.2RVA分析方法 

变动范围法(RVA)是 Richter 等于 1997 年提出,该法建立在水文变化指标(IHA)法的基础上,利用建立的生态水文指标(表 1)

评价受水利工程影响的河流水文情势
[20～22]

。为了量化指标受干扰后的变化程度,Richter等建议以改变度来评估,其定义如下: 

 

式中:Di-第 i个 IHA指标的水文改变度;Noi-第 i个 IHA 受干扰后的观测年数中落在 RVA目标阈值内的年数;Ne-受干扰后 IHA

指标预期落入 RVA 目标内的年数,可以用 r·NT来评估,其中,r 为受干扰前 IHA 落入 RVA 目标阈值内的比例,若以各个 IHA 的 75%

及 25%作为 RVA目标,则 r=50%,而 NT为受干扰后流量时间序列记录的总年数。为对 IHA指标的水文改变程度设定一个客观的判断

标准,Richter等建议 0%≤|Di|<33%属于未改变或者低度改变;33%≤|Di|<67%属于中度改变;67%≤|Di|≤100%属于高度改变。整体

水文变化程度 Do可以用以下方法计算:取 32个 IHA指标改变度的平均值来评估河流生态环境的整体变化情形,然而这样将体现不

出各指标权重大小。借鉴萧正宗提出的以权重平均的方式来量化评估整体水文特征改变度的方法[24,25],以 Do表示,见下式: 

表 1 IHA参数指标及其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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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IHA参数组 参数指标 与生态系统的响应关系 

1 月均值 每月流量、水位的平均值 
(1)满足水生生物栖息地蓄水;(2)植被土壤湿度需求;(3)陆地生物的蓄水

要求;(4)动物的迁徙需求;(5)水温、含氧量、光合作用的影响 

2 
年极值大小及

历时 

年均 1、3、7、30、90d最小

及最大流量(流速)、基流指数
① 

(1)满足植被扩张;(2)生物体忍耐性平衡;(3)河渠地形塑造;(4)自然栖息

地物理条件培养;(5)河流和漫滩的养分交换;(6)湖、池塘、漫滩的植物群

落分布的需求 

3 
年极值状况发

生时间 

年最大、最小 1天发生的日期

(罗马日)② 

(1)生物繁衍;(2)生物繁殖期的栖息地条件;(3)物种的进化需要;(4)满足

鱼类的洄游产卵 

4 
高、低脉冲的频

率及历时 

每年高、低脉冲数③以及脉冲

持续时间的平均值 

(1)植物所需土壤湿度的频率与尺度;(2)满足洪泛区与河流的泥沙运输、

渠道结构、底层扰动等需要;(3)支持水鸟栖息地 

5 

流量及流速条

件变化率及频

率 

涨幅(上升率)、降幅(下降率)

的年均值以及逆转次数④ 
(1)植物干旱压力;(2)低速生物体干旱胁迫;(3)岛、漫滩的有机物沉积 

 

 

式中:n 为指标个数;同时也规定 Do值介于 0%～33%属于未改变或者低度改变;33%～67%之间属于中度改变;67%～100%属于高

度改变。 

1.3生物多样性评价方法 

SI(Shannon Index,Shannon指数)是运用最广泛的评价生物多样性的指标[26]: 

 

式中:pi表示为群落属于第 i个物种的比例;SI越大表示生物多样性越丰富。Yang等[27]用 GP(Genetic Programming)算法,基

于 IHA的 33个指标建立 SI与水文指标的最佳拟合关系: 

 

式中:Dmin表示为最小一天流量的儒略日期;Min3、Min7分别表示为最小 3d流量和最小 7d流量;Max3表示为最大 3d流量;Q3、

Q5分别表示为 3、5月流量;Rrate表示为连续日流量之间正差异的均值[28]。由于缺乏湘江干流该研究区域河道生物群落和种类数量

数据,无法直接计算 SI指标,因此本文用公式(5)SI与水文指标构建的关系式,粗略评估枢纽建后对河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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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库区水文情势年际变化分析 

对衡阳站年均流量、水位及流速进行年际分析(图 1)。1999年大源渡枢纽蓄水对库区衡阳站年均流量影响不大,使年均水位

抬高,年均流速下降。枢纽蓄水后,衡阳站水位由蓄水前年均 45.51m抬高至蓄水后年均 49.96m,由于枢纽回水抬高作用,使得衡阳

断面水位已普遍高于蓄水前上限值,没有再落入天然河流状况下水位 RVA 目标范围内的值,因此不宜再对水位进行 RVA 分析。在

大源渡枢纽蓄水前衡阳水文站流量水位变化趋势一致,枢纽蓄水后流量水位变化趋势一致性减弱。枢纽蓄水后年均流速由

0.69m/s降低到 0.34m/s,降低 51%。 

 

图 1衡阳站生态水文指标年际变化 

3 库区生态水文改变度分析 

3.1生态水文情势特性指标变化 

为定量评价大源渡枢纽蓄水后库区河流生态水文情势的改变程度,将衡阳站流量、流速数据序列划分为两个时段:枢纽蓄水

前(1959～1998年),枢纽蓄水后(1999～2015年)。在此基础上采用变动范围法(RVA)计算衡阳站流量、流速各指标的变化程度(表

2),根据各指标的变化情况对生态水文情势的改变程度进行分析。 

表 2大源渡枢纽蓄水前后衡阳站水文生态指标统计表 

IHA指标 

流量 流速 

蓄水前 蓄水后 
改变度 

(%) 
蓄水前 蓄水后 

改变度 

(%) 

1月份均值 625 688 6.9 0.52 0.19 91.3 

2月份均值 996 889 9.8 0.64 0.24 92.4 

3月份均值 1520 1284 10.3 0.76 0.34 91.9 

4月份均值 2528 1869 21.6 0.96 0.46 100.0 

5月份均值 2847 2501 5.4 1.00 0.58 100.0 

6月份均值 2576 2815 26.0 0.93 0.64 74.8 

7月份均值 1402 1601 26.0 0.70 0.39 69.3 

8月份均值 1129 1440 4.4 0.66 0.35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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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均值 797 948 7.6 0.56 0.25 92.4 

10月份均值 647 744 13.6 0.52 0.20 81.9 

11月份均值 656 960 17.6 0.52 0.24 90.2 

12月份均值 557 794 10.3 0.48 0.21 83.2 

年均 1d最小值 182 328 91.6 0.29 0.09 100.0 

年均 3d最小值 194 340 91.9 0.30 0.10 100.0 

年均 7d最小值 214 369 83.2 0.32 0.10 100.0 

年均 30d最小值 278 438 75.7 0.36 0.12 100.0 

年均 90d最小值 496 619 0.8 0.46 0.17 100.0 

年均 1d最大值 10090 10330 9.2 1.67 1.64 30.3 

年均 3d最大值 8884 8969 8.6 1.57 1.51 4.1 

年均 7d最大值 6865 6427 35.8 1.40 1.22 2.3 

年均 30d最大值 4154 3597 17.6 1.16 0.79 91.9 

年均 90d最大值 2873 2644 8.6 1.00 0.61 100.0 

基流指数 0.159 0.28 92.2 0.46 0.32 84.3 

年最小值出现时间 342 334 100.0 337.80 324.20 100.0 

年最大值出现时间 151 171 8.9 151.10 165.90 16.5 

低脉冲次数 6.7 4.06 24.7 4.88 9.06 56.4 

低脉冲历时 15.34 8.1 73.9 11.81 37.26 58.0 

高脉冲次数 8.05 7.1 16.0 10.00 5.53 49.6 

高脉冲历时 4.387 4.45 9.2 5.95 3.00 81.9 

上升率 344.3 281 5.8 0.62 0.05 11.7 

下降率 -237.2 -223 7.6 -0.04 -0.04 39.0 

逆转次数 112 95 4.1 115.00 102.20 17.7 

 

3.1.1月均值变化 

图 2 为大源渡枢纽蓄水前后衡阳站月均流量、流速变化图。由图 2 可以看出,大源渡枢纽蓄水后衡阳站月均流量在 2～6 月

呈减少趋势;6月～次年 1月呈增加趋势,全年均为低度改变。相较于流量,流速均呈显著下降趋势,1～12月月均流速均为高度改

变,其中 4、5月改变度达到 100%。枢纽蓄水后,库区月均流速减少了 0.27～0.49m/s,分别减少了 32%～63%。 

3.1.2年极值及其发生时间变化 

衡阳站年均极小值流量都呈增加趋势,年均 1、3、7、30日最小流量值改变度均属于高度改变。其中,年均 1日最小值(图 3a)

和年均 3日最小值(图 3b)改变度最大分别为 91.9%和 91.6%,枢纽蓄水后除 1999年和 2005年低于 RVA上限,其余年份均高于 RVA

上限值。年极小值流量发生时间改变度为 100%,发生时间整体为 10月～次年 2月期间,个别年份年极小值流量发生时间出现在 6、

7月份,出现时间均值蓄水后比蓄水前提前 8d。流量的基流指数蓄水后较蓄水前增加 76%,改变度为 92.2%属于高度改变(图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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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流量和流速月均值变化 

衡阳站年均极大流速值和年均极小流速值均呈减小趋势。其中,所有年均日极小值流速和年均 90d极大值流速(图 4b)改变度

都达到了 100%,年均 30d极大值流速改变度达到 91.9%,属于高度改变。枢纽蓄水后年均 1、3、7、30、90d极小值流速和年均 90d

极大值流速整体低于 RVA下限值(图 4)。年极小值流速发生时间改变度为 100%,发生时间整体为 10月～次年 2月期间,个别年份

年极小值流速发生时间出现在 6、7月份,出现时间均值蓄水后比蓄水前提前 13d。 

 

图 3年极值流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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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年极值流速变化 

3.1.3高低脉冲变化 

大源渡枢纽蓄水后,使库区回水范围内流量低脉冲历时(图 5)和流速的高脉冲历时(图 6)缩短,形成高度改变。流量的低脉冲

历时由蓄水前 15.34d缩短为 8.1d,改变度为 73.9%;流速的高脉冲历时由蓄水前 5.95d缩短为 3d,改变度为 81.9%。 

 

图 5流量低脉冲历时 

 

图 6流速高脉冲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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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生态水文情势改变度评价及影响分析 

根据表 2 所列衡阳站流量、流速各指标改变度进行排序,如图 7、8 所示。得出大源渡枢纽蓄水后流量 IHA 指标多以低度改

变居多,发生高度改变的有基流指数、年均 1、3、7、30d 最小值、低流量脉冲及年最小值出现时间等 7 个指标。流速 IHA 指标

多以高度改变居多,发生高度改变的有 1～12 月份均值、年均 1、3、7、30、90d 最小值、年均 30、90d 最大值、基流指数、年

最小值出现时间及高脉冲历时等 22个指标。 

进一步评价大源渡枢纽蓄水后库区流量、流速改变程度,计算流量、流速各指标的整体改变度以及各组指标的改变程度(表

3)。据此可知,流量整体改变度为中度改变,第 3组为高度改变,第 2、4组改变为中度改变,第 1、5组为低度改变;流速整体改为

度为高度改变,改变度达到 81%,第 1～3组为高度改变,第 4组改变为中度改变,第 5组为低度改变。 

 

图 7流量指标改变度排序 

 

图 8流速指标改变度排序 

3.3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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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四大家鱼及其他一些经济鱼类多集中在湘江常宁松柏至柏坊河段产卵,该江段“四大家鱼”产卵场是全国三大“家

鱼”产卵场之一[29],其天然鱼苗产量约占全国 1/4[30]。大源渡枢纽位于该产卵场的下游,是“四大家鱼”等半洄游鱼类上溯产卵的

必经之地。随着湘江干流梯级开发相继建成蓄水,原有 88km长江段的湘江“四大家鱼”产卵场已逐渐萎缩
[31]
,出现产卵场破碎化。 

结合表 3以及 IHA各组参数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表 1)进行分析。 

流速第 1 组(月均值)指标发生高度改变,对水生生物栖息地蓄水以及生物迁徙需求产生影响,同时影响到水温、含氧量、光

合作用。四大家鱼产卵繁殖期在 4～7月,繁殖期间需要有适宜的流水环境。针对四大家鱼产卵繁殖适宜流速的研究,易雨君[32]认

为四大家鱼产卵偏好流速为 0.2～0.9m/s,当流速小于 0.2m/s时,漂流性卵开始下沉。本文分析得出大源渡枢纽蓄水后衡阳站 4～

7月流速为高度改变,其中 4、5月改变度达到了 100%,流速的降低不利于受精卵漂浮吸水膨胀过程。 

表 3衡阳站流量流速整体改变度(%) 

类型 

各组水文改变度 

整体水文改变度 D0 第 1组 

(月均值) 

第 2组 

(年均极值) 

第 3组 

(年极值出现时间) 

第 4组 

(高低脉冲的频率及历时) 

第 5组 

(变化率及频率) 

流量 15 58 71 40 6 43 

流速 88 83 71 63 26 81 

 

第 2组(年均极值)流量的中度改变和流速的高度改变对河道地形、地貌以及水生生物自然栖息地和植物群落分布产生影响。

1、3、7、30d 最小流量值均发生高度改变,枢纽蓄水后流量值均高于天然状况,库区年极小值流量的增加利于保障水生生物自然

栖息地和植物群落;流速指标中所有年均日极小值和年均 30、90d极大值发生高度改变,流速整体低于 RVA下限值,个别年份位于

RVA 目标范围,流速的降低不利于库区内泥沙及污染物的携带及冲刷,不利于处理河道沉积物,泥沙易于沉积改变了库区河道地

形、地貌,污染物滞留,加大库区生态环境风险。 

第 3组(年极值出现时间)发生高度改变,其中年最小值出现时间发生 100%改变。年极值得发生时间与生物重要的生命阶段相

联系,如繁殖、洄游等[33],枢纽蓄水改变年极值发生的时间,会影响或改变生物的生命活动。同时,本文分析其他学者有关类似研

究
[8,33]

,发现其他地区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都引起河流流量等指标年最小值出现时间的高度改变。 

流量、流速第 4组(高低脉冲的频率及历时)发生中度改变,流量低脉冲历时和流速的高脉冲历时,形成高度改变,影响对库区

河道与洪泛区间的营养与有机物的交换。家鱼产卵活动需要所处江河涨水的刺激,洪水脉冲的持续时间、流量大小和发生频率与

渔业产量存在正相关[34]。周雪研究发现涨水持续时间为 3d及以上的涨水过程,或持续 2次涨水过程可刺激家鱼发生大规模繁殖[35],

因此流量脉冲对家鱼繁殖产卵的影响为持续时间越长、次数越多越刺激家鱼产卵繁殖。由于枢纽拦截阻隔作用,库区流量的低脉

冲历时缩短,流速的高脉冲历时缩短,均不利于刺激家鱼产卵繁殖活动。 

同时,利用 SI(Shannon Index,Shannon 指数)初步评估大源渡枢纽蓄水后库区中部生物多样性改变程度。利用公示(5)计算

得到天然河道情况下 SI 值为 344.31,枢纽蓄水后降低为 281.51,SI 值降低表明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生态脆弱

性增强。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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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定量分析了湘江大源渡枢纽库区中部衡阳站的水文改变度,研究得出日调节电站蓄水后,库区中部生态水文情势改变具

有以下特征: 

(1)库区中部流量 IHA 指标整体呈中度改变,改变度为 43%,流速 IHA 指标整体呈高度改变,改变度达到 81%;流量 IHA 指标多

以低度改变居多,流速 IHA指标多以高度改变居多,枢纽蓄水后水位变化不适用 RVA法进行分析; 

(2)流速第 1 组(月均值)指标发生高度改变,尤其 4～7 月份流速降低,发生高度改变,不利于四大家鱼繁殖活动,不利于产卵

期受精卵漂浮吸水膨胀过程; 

(3)第 2 组(年均极值)流量中度改变,流速高度改变,库区年极小值流量的增加利于保障水生生物自然栖息地和植物群落;但

流速的降低不利于库区内泥沙及污染物的携带及冲刷,不利于处理河道沉积物,改变了库区河道地貌的同时加大库区生态环境风

险; 

(4)第 3组(年极值出现时间)发生高度改变,影响或改变生物的生命活动; 

(5)流量、流速第 4 组(高低脉冲的频率及历时)发生中度改变,流量低脉冲历时和流速的高脉冲历时,形成高度改变,不利于

刺激家鱼产卵繁殖活动; 

(6)SI(Shannon Index,Shannon指数)在枢纽蓄水后降低,表明枢纽蓄水后库区中部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脆弱性增强。 

鉴于篇幅有限,本文仅初步分析了日调节电站蓄水对库区中部的生态水文改变度,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开展日调节电站蓄水对

库区尾端生态水文情势的影响分析,以完善日调节电站对库区生态水情势变化及其生态影响。另外,在后续研究工作中,针对本文

研究得出的发生高度改变并且对生态系统产生了不利影响的 IHA 指标,可进一步开展日调节电站生态调度等生态保护措施,以维

护河流生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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